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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法制”与“法治”，虽一字之差，却有很大差别。从概念上讲，法制即法律制度，是法的制定、执行、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总称。而法治，指统治阶级以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有效地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但二者又密切联系，不能简单地将法制与法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有法制，并不一定就是法治；但实行法治，则必须有法制。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

　　【关键词】 法制；法治；辨析；差异

　　“法制”与“法治”，虽一字之差，却有很大差别。实践中，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和使用常常显得有些混淆。因此，对二者进行比较，理清它们之间的差别，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于促进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从概念上讲，法制即法律制度，是法的制定、执行、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总称。而法治，指统治阶级以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有效地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可以看出，法制与法治是紧密相联，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服务，都与民主相联系，以民主为基础。但二者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主要表现：

　　一、含义不同

　　法制的本意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法律制度”、“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简称。而法治表达的则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度和过程。现代法治概念包括法律的至高权威，法律的公正性、稳定性、普遍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法治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对人权的保障等一系列原理和基本要求。法制则必然地具有这些内涵，法制是一个相当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的概念。只要有法律和制度存在就有法制存在，但不一定就是法治。法是一种现实工具性的东西，是国家机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服从于特定国家的主旨或意志。法制所要维护的是现存秩序，它不具有泛化和超越意义。换句话说，“法制”之“法”可能是保障民主权利、促进社会进步之“良法”，也可能是损害民主权利、妨碍社会进步之“劣法”。但“法治”之“法”非一般之“法”，而是特指“良法”，因为非良法而不能实现“治”。所谓“良法”，即保障自由和民主权利、体现民意、制约权力、主张公平、维护正义之法。从着力点上讲，法制侧重于对公民和法人行为的管制，即侧重于“制官”。

　　二、二者与人治的关系不同

　　法制作为法律制度，是相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制度而言的，是统治者管理社会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的一种方法和制度。也就是说，它是国家制度的一种，是服务于国家意志的工具和手段之一。现代法制，虽然要求严格依法办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不得置法律之上，对人治有相当大的排斥性，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制，主张对人治必须摒弃。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特别是资本垄断化，在一定时期或场合下，也会冒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专制，出现权力的扩大和失控，人治现象剧增则是不可避免的，法制也可忍受这种人治。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国家制度需要完善，法律制度需要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在封建特权思想尚未彻底清除之前，我们主张抛弃的人治也可能在一定场合下冒出来。

　　法治，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都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人治”本是儒家政治思想，后来泛指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或其他集体性事务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随时随地随意作决定。人治是按照统治者个人意志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以此决定国家盛衰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制度。人治的危害从表现上看，在于不按章办事，随意性大，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容易违反客观规律，造成损失和灾难；从实质和根源上看，是缺乏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等级思想作崇，正是基于对“人治”这种认识，人们才提出“法治”。“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洛克语）。“统治者是法律的臣仆，他的全部权力都建立于法律之上”（卢梭语）。可见，提出“法治”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等同于“法制”层面的“依法治理”，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和价值追求的。提出“法治”，实质上是对“人治”制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否定或扬弃，其要义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具有“法治精神”的现代制度和具有自由精神的现代文化。这才是“法治”相对于“人治”的真正涵义和目的。

　　三、二者与宪政的关系不同

　　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是与宪政不可分割，与宪政同时产生，并与其共存亡。人所共知，宪法是确认宪政的法律，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根本法。宪法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法治是随着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所对封建独裁统治，并获得胜利。通过制宪，宪法成为治理国家的总章程，成为人民的“政治圣经”，在形式上出现了人民要享受的权力，政府受要命于法。可见，没有宪政的问世，不可能存在法治。社会主义法治根据宪法的最高原则，解决了国家权力中的两个问题：一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以及由它选举产生的各级机构——人民政府。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法治沿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轨道健康发展，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形式、制约机制和法制原则，以限制和正确运用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法制对宪法的关系则不同于法治。人类世界还没有产生宪法、民主时，就存在法制。法商商鞅主张：“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韩非主张：“释法制而妄怒，虽杀而奸人不恐”。在西方古代社会，虽也倡导法制，但都不可能与宪法相联系，那种法制是一种严刑峻罚，与其说法制，不如说是“王制”、“专制”。可以断言，古代法制与宪法是不存在任何姻缘的。资本主义法制是与宪法紧密相联的，由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方式所决定，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破坏法制，践踏宪法并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化，与宪法是不可能分割的。但也不应忽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不重视克服和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沉渣，即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某些缺陷和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差，法制脱离或背离宪法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中国“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苏联的解体等都是例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法治与宪法必须是等式：法治=宪法；法制与宪法可能是不等式，也可能是等式。

　　法制与法治虽有区别，但二者有密切联系，不能简单地将法制与法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有法制，并不一定就是法治；但实行法治，则必须有法制。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没有法制，也就谈不上法治。法治所体现的，是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法制规定得好坏，关系到法治能否真正实现；而法治是否实现，也关系到法制是否可以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备。

　　我们不仅仅需要健全的“法制”，更迫切地需要良好的“法治”，我们需要的是包含了“法制”的“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就必然要求实行法治。
